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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　

学科互动：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①

姜又春
（怀化学院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怀化４１８００８）

摘　要：从学术起源、互为学科性以及必要性、可行性等角度，分析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作为姊妹学科的学科关
系史；人类学与民族学和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互为学科性特征；以及人类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学科的发展现实。认为中

国人类学建立一级学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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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
周年庆祝会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

会”上提出“多科共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共同发展”［１］，

卓有远见地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人类

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只有获得平等的学科地位，才能有利

于各学科的发展，并促进整体社会科学的繁荣与进步。今

天离费老的讲话已经过去３０余年了，虽然社会学与民族学
已经获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然而，人类学却仍然只是社

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分支学科。这种状况既与国际学

术界的人类学地位不相匹配，也是对中国人类学百年发展

历史的忽视，更是不能体现当前中国人类学发展现实状

况。本文仅就人类学的学术起源、人类学与社会学和民族

学互为学科性以及建立人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做个简单的论述。

一　从学术起源看，人类学、民族学与
社会学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姊妹学科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均源自于１８世纪理性主义运
动和浪漫民族主义，并伴随着大工业生产、城市化和殖民

开拓而不断发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人类学、民族

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在理论交

织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但是，从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

的研究对象看，这三大学科又是相互区别的。在学科产生

之初，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就比较清晰。社会学是

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带来的一系列社

会问题、文化变迁问题，重在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运

行的研究，而人类学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为了研究殖民

地“蛮族”或“原始部落”的文化而兴起的，将之与国内文明

人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促进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

改进殖民政府的统治。所以从一开始，人类学就背负着为

殖民统治服务的指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一直主导着传统

人类学理论。简单地说，社会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内社会

与文化的学科，而人类学是研究殖民地原始部落“异文化”

的学科，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

法上，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

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２］一般来

说，社会学偏重定量研究。而人类学是一门试图从整体的

观点来研究人的科学，它一方面将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类进

行研究，偏重于人类学体质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

在特定环境下所创造的文化进行研究。著名的华裔人类

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现代人类学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之

后到全世界去开拓殖民地时，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原始文

化接触后所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学问。这个学科的特点，是

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多种文化形态之

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

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作法所获得的有关社

会人文的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

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

性。”［３］２可见，人类学主要研究非西方的“异文化”，主要研

究方法是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偏重于定性研究。但社

会学与人类学在美国也曾一度交叉，如派克（Ｒ．Ｐａｒｋ）教授
主导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则主张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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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社区调查，而同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雷德菲尔

德（Ｒ．Ｒｅｄｆｉｅｌｄ）则主张将社会学小型社区的整体研究的方
法用于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则显得比较复杂，这一方面源

于学术概念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则源于学者群的研究取

向。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科学，从开始大体上包括

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包

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三个分支学科。后来研究体质

部分的体质人类学归于生物学学科的研究范围，而研究文

化部分的文化人类学，在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在英国则称为社会人类学（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
ｏｇｙ），在欧洲大陆则称为民族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也就是说，人
类学大体上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研究传统，而民族学是欧

洲大陆的研究传统，在学科本质上是一致的。英国著名功

能主义大师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曾说：“民族学和社会或文化
人类学这几个名词，用于文化或文明研究上，通常是没有

一定区别的。”要说这三者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侧重点不

同。“民族学为用历史重建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学科名，而

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是为寻求文化现象所具有的通

则的学科名。”民族学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而且以田野民

族志作为研究文化的第一步。民族志包括从事田野工作

的方法和技术，作为文化现象如武器、工具、信仰、制度等

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民族学是包括民族志

的，并构成其推广的意义。”［４］２０

“文化人类学”一词是美国人类学家霍姆斯（Ｎ．Ｍ．
Ｈｏｌｍｅｓ）于１９０１年创用的，用以区别体质人类学。文化人
类学最初主要偏重于研究较原始的部落或族群的文化，探

讨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开展文化

比较，借以推断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历史及其文化之

原貌或反思文明社会的文化行为。文化人类学成为北美

人类学的主要传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一词范围非常

广泛，它不但包括工具、建筑、艺术、信仰、礼仪、风俗、习惯，

而且包括社会互动。而社会互动则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研

究的题材。

“社会人类学”是由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于１９０８年创
造，并成为英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传统。“社会人类

学并不像文化人类学那样注重研究文化层面，它主要研究

的是人类的各种社会类型，侧重研究其组织、结构、制度及

其功能，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５］４－５所以，社会人

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时，不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一开始

就关注民俗、工艺、宗教等“文化现象”，而是注重搜集关于

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制度等资料，并通过建立一定的模

式去分析该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与功能。英美人类学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差异比较大，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
后，两国的人类学研究日益交叉，以至于后来学者们将英

美人类学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欧洲大陆的

“民族学”。

总之，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于大致相同

的时代背景，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

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成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姊妹学

科。从学科发展史看，这三大学科几乎是同时代流传到中

国，并且每个学科的各个理论流派都对中国学术界的代表

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陈永龄先生的概括，我国民族学

与人类学界曾受到以下五大学派的影响：（１）古典进化学
派影响了蔡元培、刘咸等学者；（２）德奥传播学派，以陶云
逵为代表；（３）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以孙本文、黄文山为代
表；（４）德国民族学派，以杨、杨成志、凌纯声为代表；（５）
英国功能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６］２２９－２６１。

这些学者是中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早期代

表，一直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直至今天。所以，从西方学术

渊源来看，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三大学科应该是并列

的、地位相等的三个独立学科，它们不是谁包含谁的关系，

而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姊妹学科关系。

二　从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看，人
类学具有与民族学和社会学互为学科性的

地位
人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后很快就传播到中

国。光绪末年严复等人即翻译了《天演论》等进化论思想

的书籍。１９０３年，林纾和魏易把德国哥伯兰的一本人类学
著作翻译为《民种学》，而刘师培等人开始初步运用西方人

类学理论解读中国历史，著有《中国民族志》一书。１９０３
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人种学列入

国史和西洋史课程讲授内容。１９１３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的文学门、哲学门、历史学门和地理

学门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高等师范本科教育的历史地

理部第３学年开设考古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各一学期，每
周３课时。１９１６年，孙学悟、陈映璜分别出版了《人类学概
论》和《人类学》，迈出了中国人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第一

步。“人类学”一词在２０世纪初已经是我国学术界的通用
学名。

１９０７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不惑之年留学德国
专攻哲学与人类学，１９２６年他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蔡元
培以国民党元老的特殊身份，为“民族学”正名，使得“民族

学”在扎根于中国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获得“先天优势”。尽

管如此，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实质上

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学研究

机构中有人类学团队；二是人类学机构的学者由民族学学

者构成，两者的研究基本相通。作为民族学者的蔡元培担

任北大校长期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在北大开设人类学讲座。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１９２８），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
民族学组，兼任主任；接着设人类学组，增加体质人类学科

目，并开展少数民族实地调查，先后调查了广西凌云的瑶

族、台湾高山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我国早一辈民族

学与人类学家颜复礼、商承祖、林惠详、凌纯声、芮逸夫等

人，都是在蔡元培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蔡元培的带领

下，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已经
基本成形。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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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的阵营和队伍已经基本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
种情况：

（１）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详、

芮逸夫、刘咸、李济、商承祖、颜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

藻、闻宥、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杨、陶

云逵、田汝康等。

（２）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
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长寿、丁、

陈国钧等。

（３）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
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睴、岑家梧、王

兴瑞、罗致平、睴钊韬等。

（４）西南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
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方壮猷、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

胡庆钧等［７］。

２．形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随着各种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广泛传入，中国的各种学术团

体和学术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学术活动非

常活跃。当时的政府也组织了一批人类学、民族学的专门

研究机构。１９２７年，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
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同时，国民政府

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计划在中央研究院

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立国立中央研究
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辖４个组，民族学组为第一组，组长
由蔡元培兼任。１９２８年９月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下辖８个组，其中第七组即为人类学民族学组。
３．著名大学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科研单位，人才培养体

系初步形成。人类学、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标

志之一就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早在清朝

末年的“新政”改革中，人类学和民族学即已列入国家制度

化教育的正规课程体系之中，前述《奏定大学堂章程》即是

例证。民国时期，著名大学里都有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或相

关专业，并成立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或相关研究单位。如

北京大学１９１７年的社会学班在哲学门中开设人类学课程；
厦门大学成立历史社会学系和国学研究院，重点研究苗族

和瑶族；１９２３年，南开大学成立人类学系，由李济担任系主
任；１９２５年，李济调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考古学
讲师，招收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的研究生。其他如燕京

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中央大学、复旦

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均成立社会学系或人类学教

学单位，按照西方人类学专业培养模式开展本科生、研究

生教育。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最大的特

征就是注重田野调查的训练，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

学生培养一开始也是如此，如１９２８年颜复礼、商承祖到广
西凌云一带调查瑶族，１９２９年林惠详赴台湾调查高山族，
１９３０年凌纯声、商承祖赴松花江下游调查赫哲族，１９３２年
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调查苗族，１９３４年凌纯声、陶云逵
去云南调查彝族等，１９３５年费孝通、王同惠对广西花篮瑶

的调查等。

４．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学会和专业期刊。到了１９３４年，
国内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开始逐步走上整合的道路，标志之

一便是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并且，１９３４年，在伦敦第一
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李济被推选为国际人类学

与民族学会理事［８］６８。这说明，此时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

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创办了大批本学科的研

究期刊，主要有《人类学集刊》《人类学丛刊》《民族学研究

集刊》《社会学刊》《西南边疆》《边疆研究论丛》《边疆人

文》等刊物，达３０余种。这些刊物的创办为促进中国人类
学理论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平台。这些理论流派主要有以

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黄文

山、孙本文、陈序经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学派；以凌纯声、

杨成志、杨、陶云逵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派。

纵观２０世纪前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发展的
历史，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种复杂的关系有着

广泛的国际学术背景，尤其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上更

是如此。陈永龄教授曾指出，民族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纠

纷，大体上可分为４个时期：（１）民族学包括人类学的时
期；（２）民族学与人类学对立时期；（３）人类学包括民族学
时期；（４）姊妹学科时期［６］２２９－２６１。这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起见而已，实质上，这些学科关系的分期也是没有明显的

时刻点的。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挽救民族存亡的时代需要

呼唤百花齐放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而期间从海外留学

归国的学者们纷纷把西方学术思潮译介到中国，以开启民

智。因此，欧洲大陆的民族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美国

的文化人类学都同时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其各个学术流

派的理论与方法都一直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
等人类学经典问世以后，中国人类学开始了中国化过程。

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将主要用于研究非西方初民社会

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用于研究高度文明的汉族社会和有着

丰富典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中国的人类学者和

民族学者并没有严格拘泥于学科的“区隔”，而是综合运用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所谓人类学、民

族学的不同称呼只是源自于西方不同地域学术术语的语

言差异的缘故。费孝通先生曾经坦诚地说到：“当然，我说

我并不关心别人称我是什么学家，人类学家也好，社会学

家也好，民族学家也好，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三个不同名称

的学科，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领域。我专攻的这一部分对

象正是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的共同领域。简单地说是

‘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指研究一个一定地域、具有一定

社会组织、一定文化传统和人文环境的人类群体。在当前

的历史阶段里，这种群体中的人们总是认同于一个或多个

民族。对于这个对象进行研究既可以认为属于欧洲大陆

派人类学范围，也可以认为属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范围，

也可以认为属于美国文化人类学范围，在当前中国来说可

以认为属于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范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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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胡鸿保教授提出的“互为学科性”［１０］比较切合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都

具有独立的基础学科地位，他们之间不是谁包含谁、谁高

于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撑、互为学科性的关系。只有三

个学科齐头并进，互相借鉴，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

和社会学理论才会真正实现本土化，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国的社会科学

理论才算得上是完整的。

三　从现实需要和发展现状看，建立人
类学一级学科是必要的、可行的

但问题的事实是，人类学并没有像社会学和民族学那

么幸运，至今仍未在国家体制化的学科命名体系中获得应

有的地位。虽然，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在解放以后都

曾被冠以“资本主义学术”的名号而取消，学术活动几乎停

滞，但这三个学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后的恢复重建过
程中却碰到了不同的历史境遇。一方面，社会学因为其研

究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处理和解释民众所关心的一些现

实问题，如社会保障、社会犯罪、失业、单位制度、人口与贫

困等，在近３０年迅速本土化，其研究内容与对象也确实应
对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诸多期待。因此，社会学被列为

一级学科。另一方面，民族学因为国家民族工作的需要在

解放以后曾一度以“少数民族研究”的名义存在，而且在外

延上被无限泛化，凡是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等现

象都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人类学与社会学

的研究任务；但是在内涵上却已经“狭义化”，似乎民族学

就等同于“少数民族学”，民族学研究就是“民族问题研

究”。而这恰恰是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所需要。因

此，民族学也被列为一级学科。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类

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彼此共存、互相增长的百年历史事实。

尽管人类学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如乔健教授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指出：“中国人类学三大困境是没有独立的学
科地位，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成共识；功利

主义的压力；现有的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

会。”［１１］但中国人类学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困境而

放慢了前进的速度。目前，人类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应

用研究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基础理论和各个分支学科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美好局面，如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经

济人类学、公共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学人

类学等等快速发展。除了传统的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

究外，还在移民、贫困、妇女、饥饿、儿童养育、社会平等、毒

品与犯罪、生态与环境、村民自治、参与式发展等等社会热

点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研究。中国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人

类学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人类学学家郝

瑞的高度评价：“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成功实

现了它的复苏，成为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１２］

由此可见，建立人类学一级学科是必要的、可行的。

第一，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更有利于人类学学科主

体性的建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被社会学、民族学、历史

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地理学和文学等等几乎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借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

前唯有人类学没有获得一级学科地位，其学科的主体性也

无法建立，这种不对等的学科地位最终会影响到它与其他

学科的互动能力。人类学若长期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将

不利于整个学术力量的整合，也不利于学科规范体系的建

立，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和

现代化导致的生存危机，中国需要人类学做出科学的解

释。一旦人类学一级学科地位建立，则人类学更能够发挥

主体作用，在构建学科方向、规范学科体系、统一人才培养

模式、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等等方面更加健全，在文化解

释的理论上也将与社会学和民族学产生更好的互补。

第二，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是当今世界的学术趋势。

１９９５年，费孝通先生提议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科
并立为一级学科，他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意见，由他出面

与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交涉。但他的建议因遭到部分

民族学界人物的反对而未果［１３］。费老是因为谙熟中国国

情才提出三科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建议的。实际上，人类学

以其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比民族学学科概念更能够

应对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新情况。从目前国际学术趋势也

是可以看到人类学的主流地位的。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民

族学与人类学关系跟中国非常相似，长期为了两者之间的

学科地位而争论不休。早在１９９４年，日本民族学界有人提
议将“日本民族学学会”改为“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主

要理由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用人类学的名称可以更好

地确定课程和研究课题的名称，也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和

比较研究；再者，用人类学名称会让更多人认同这个学会。

但这个建议也曾遭到民族学界的其他学者反对。直到

２００６年，日本学界才达成共识，将民族学学会改为人类学
学会［１４］。

第三，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更有利于厘清中国

社会科学的学科逻辑。虽然人类学目前还是社会学之下

的二级学科，但这只是体制化管理的勉强结果，实际上，无

论从历史还是现状看，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三者之间

一直是并列平等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学包含不了人类

学；另一方面，民族学由于中国民族工作的特殊需要，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已经习惯地将其等同于少数民族学

了，所以民族学充其量只能对等于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

部分。因此，将人类学置于目前学科分类的任何一个一级

学科门下，都是不合符学科逻辑的。

第四，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更有利于展示中国

综合实力，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周大鸣教授在近

著中客观分析到，人类学一级学科地位是国家发展的需

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１５］。诚如斯言，在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并存的今天，文化是一个国家

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国展示大国形象，力促世界和

谐的平衡杠杆。人类学专事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其基本的

学术立场是文化相对主义。发展人类学学科，不仅有利于

中国理解世界，更有利于世界理解中国，消除文明冲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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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文明对话。

第五，经过百年积累，尤其是恢复重建以来的本土化

发展，中国人类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成熟的学科。它凝聚了

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具有广泛的研究范畴，发展出诸多

应用型的分支学科，如发展人类学、农业人类学、工业人类

学、医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大众传媒人类学、生态人类

学和旅游人类学等等；构建了大量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平

台，相当多著名大学都设置了相应的专业、课程或者重点

建设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

人才培养体系。

总之，无论从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科关系史，

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史，还是人类学的当前实际来看，

中国人类学建立一级学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只要

各方面力量消除门户之见，抛开名利之争，本着有利于学

科本身发展、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立场，人类

学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人

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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